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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a survey data of Taiwan’s real estate brokers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compensation schemes on individual’s own effort and sabotage within 
workgroup.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Drago and Garvey (1998), we construct 
theoretical mod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empirical framework.  In the 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piece rate, the group 
bonus rate and the size of workgroup on own effort and sabotage are analyzed.  In 
the econometric setting, own effort and sabotage are modeled simultaneous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individual piece rate and the group bonus rate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abotage,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findings of Drago 
and Garve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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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誠如 Lazear (1998, Ch.12) 所述，在廠商之中，某群工作成員可能集
結為工作團隊 (team)，以團隊的方式進行互動、生產。因此，工作團隊內成員
間的互動關係，可能影響整個團隊的產出。因此，團隊成員的互動行為的決定，
以及薪獎制度對員工互動行為的影響，應視為重要的研究議題。如 Holmstrom and 




如 Lazear (1989) 將員工的活動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員工本身投入工作的活動
(own effort)，另一類則是員工對同僚工作的破壞活動 (sabotage)，3藉以分析競賽
(tournament) 制度對這兩類活動的影響效果。Lazear (1989) 以非合作賽局
(non-cooperative game) 進行分析，發現競賽中「贏家」與「輸家」獎金差距拉大
的結果，會使破壞活動的程度提高。Drago and Turnbull (1988) 與 Lazear (1989) 
類似，將員工的活動區分為兩類，一類是自身的努力，另一類是協助同僚的努力
(helping effort)，4分析個人按件計酬制度 (piece-rate scheme)、團體獎金制度 (team 
                                                
1 有關這類研究課題的重要性，在 Baron and Kreps (1999, Chapter 11) 與 Lazear (1998, Chapter 1)
中有相當精闢的討論。
2 相關的研究包括 Seiler (1984)、Shearer (1995)、Paarsch and Shearer (1999, 2000)、Booth and Frank 
(1999)、Lazear (2000)、于若蓉與李玉平(2002) 等。
3 依 Lazear (1989) 的說法，對其他員工產出有不利影響而又具有成本的活動，均可泛稱為「破
壞活動」。
4 Itoh (1991) 指出，「對同僚協助努力」的負值可用以衡量「破壞活動」程度。
compensation scheme) 對兩類努力活動的影響。Drago and Turnbull (1988) 發現，
個人按件計酬制度的存在會使員工的互動關係較不和諧，而團體獎金制度則有相
反的影響效果。Drago and Turnbull (1991) 同樣將員工的活動區分自身的努力、
協助同僚的努力，分析競賽 (tournament)、非競爭性 (non-competitive) 制度對兩







證分析卻極其罕見，Drago and Garvey (1998) 是僅見的實證分析。
在 Drago and Garvey (1998) 中，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據以進行實證
分析。在其理論模型中，將員工投注於工作的努力區分為「自身努力」、「協助同
僚努力」，分析競賽、按件計酬、團體獎金等制度對兩類努力程度的影響。Drago 
and Garvey (1998) 假設，給定廠商的薪獎制度，兩位代表性員工以 Nash 非合作
賽局的方式互動，決定最適的「自身努力」、「協助同僚努力」程度。其比較靜態
結果顯示，按件計酬率 (piece rate) 對「協助同僚努力」有負向影響；團體獎金
比率的提高，則有正向的影響效果。而競賽制度中，「贏家」與「輸家」獎金差
距的拉大，對「協助同僚努力」有不利的影響。
Drago and Garvey (1998) 的實證分析，是以 1988 年澳洲的一項調查資料進
行分析。該調查是以私人企業的受雇者為調查對象，實際使用的樣本數有 569
筆。在「工作團隊」的劃分上，Drago and Garvey (1998) 是依受訪者的工作屬性
自行界定。5至於「協助同僚努力」變數的衡量，則源自問卷中的問項：「你（妳）
                                                
5 Drago and Garvey (1998) 依受訪者工作地點是否相同、與同僚的工作性質與職業是否相近，界
定出個別的工作團隊。
的同僚是否經常拒絕他人使用其機器、工具等設備？」。Drago and Garvey (1998) 
的實證結果發現，按件計酬、團體獎金制度對「協助同僚努力」並無顯著影響。
而同一工作團隊內薪資差距的拉大，6對「協助同僚努力」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Drago and Garvey (1998) 據以推論，競賽制度中的獎金差距，對團隊成員的互動
關係具有顯著的影響，按件計酬、團體獎金制度則非有效的激勵工具。
受制於資料來源，Drago and Garvey (1998) 不免在實證分析方面有施展不開





理應在實證模型的設定上，同時分析兩者，並考慮兩者間的相關性。但 Drago and 














介業制度的特色，修改 Drago and Garvey (1998) 的理論、計量模型，分析薪獎制
                                                





工作時間」及「搶工作頻率」作為被解釋變數，採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 進行估計，分析理論上的假說是否可獲得實證上的支持。







要立基於 Drago and Garvey (1998) 的模型，依台灣房屋仲介業薪獎制度的特性，





不考慮競賽制度，而著重薪獎制度的誘因效果，與 Drago and Garvey (1998) 的設
定不同。其次，在本文的理論模型中，將延伸 Drago and Garvey (1998) 的分析，
考慮團隊內有 n 位員工，以分析團隊規模的影響效果。
考慮某一工作團隊中，有 n 位風險中立 (risk-neutral) 的同質員工。假設個
別員工 i  ( ni ,,1 K= ) 在團隊中可能從事兩類活動，其一為自身投入工作的活動
                                                
8 受篇幅的限制，詳盡的問卷內容未列於文中，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下文簡稱自身努力） ie ，另一為對同僚的協助活動（下文簡稱協助努力） ih 。






上式假設 iq 除受 i 自身努力影響外，也受到其他員工協助努力線性加總的影














1å =×g 。10另外，仿照 Drago and Garvey (1998) 的設
定，將員工 i 投入自身努力、協助努力活動的成本函數 (cost function) 設為
iiiiii heheheC ××++= d2/2/),(
22 ，其中參數d 反映經紀人自身努力 ( ie )、同僚協
助努力 ( ih ) 在成本函數中的交叉影響。在此承襲 Drago and Garvey (1998) 的設















































                                                
9 在此的設定與 Drago and Garvey (1998) 相近，均為線性的函數型式。
10 在台灣的房屋仲介業中，個人績效獎金、團體獎金的給付方式與理論模型的設定相仿，個人




























假設 n 位員工依 Nash 非合作賽局的方式互動，在均衡解下，最適的自身
努力、協助努力設為 *eei = ， ),,1(








































































便車」 (free rider) 的效果，對自身努力有不利的影響。(8) 式為正值亦或負值，
取決於上述兩項影響效果。11在工作團隊規模 ( n ) 愈大的情況下，搭便車的效


















































                                                
11 有關團體獎金制對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以及搭便車的問題，可進一步參考 Fitzroy and Kraft 
(1987)、Jones and Kato (1995)、Idson and Kahane (2000)、Knez and Simester (2001)等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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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eii Xe eb +=
*
sisii Xs e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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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視為一潛藏變數 (latent variable)。 iX 涵蓋相關的解釋變數，包括分店內
的薪獎制度變數 (包括業績獎金比率、底薪、團體獎金等)，以及個人特徵變數 (包
括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態等)。至於其他的控制變數，則包括經紀人在分店
內相關的解釋變數 (包括工作年資、是否為店長、店內經紀人的人數等)， eb 、 sb
                                                
14 在理論模型中，分析員工 i 對同僚投入的破壞活動 ( is )，而實證中採「同僚搶受訪者工作的
頻率」衡量破壞活動，看似與理論上的「破壞活動」不一致。然自理論模型來看，在 Nash 非合
作賽局均衡下，每位員工投入的最適破壞活動均為 *s 。因此，同僚投入的破壞活動，可視為理








「搶工作頻率」變數 ( is ) 分別為 0、1、2。因此，潛藏的
*
































上式表示，當實際觀察變數 is 的值越大，搶工作發生的頻率越高。而 1m 、 2m 為
待估計的參數， 21 mm < 。在後文的估計過程中，將 1m 標準化為 0，藉以認定 (16) 
式中的常數項。




































































































卷計有 833 份，經過一再的催收，回收問卷數為 492 份，回收比率約為 60％，
其中可供分析的有效樣本則有 477 份。就本文的實證分析而言，在剔除具遺漏值


































大學或大學以上者佔所有樣本的 16% 左右，而已婚者佔的比例約為 50%。至於
工作方面的特性，平均年資約為 4.2 年，身居店長者約佔受訪經紀人的 9%，而
分店內平均經紀人之人數約為 14.7 人。
另外，為比較「有團體獎金」、「無團體獎金」兩類體制下，各變數的基本特
性是否有差異。我們將相關的基本統計特性列於表 2 的二、三欄。由表 2 可以看
                                                
16 在我們使用的樣本中，店內最高業績獎金低於 50% 的樣本數有 69 筆，店內最高業績獎金等
於 50% 的樣本數有 345 筆，而店內最高業績獎金高於 50% 的樣本數則有 49 筆。由於多數樣本







工作頻率迴歸式進行估計。實證結果列於表 3，表 3 第二欄列出「個人工作時數」
迴歸式的估計結果，而第三欄則列出「搶工作頻率」迴歸式的估計結果。表 3
顯示， ess 並不顯著，顯示工作時數、搶工作頻率兩條迴歸式可分別以 OLS、
ordered probit 模型估計。在表 3 中置入個人業績獎金比率虛擬變數、團體獎金
虛擬變數、工作團隊人數等變數作為解釋變數，以檢測理論模型的部份比較靜態
結果 ((7)-(9) 式與 )11( ¢ - )13( ¢式)。
首先，我們說明薪獎制度對經紀人互動行為 (搶工作頻率) 的影響，由表 3
第三欄可以發現，相對於適用「最高業績獎金比率低於 50%」制度的經紀人，適
用於「最高業績獎金比率等於 50%」者，搶工作的頻率顯著較高，而「業績獎金










                                                











響，但經推導可得到 0** =¶¶=¶¶ aa he ，顯示底薪對自身努力、協助努力並無
影響。但如果將理論模型略作更動，引入 Shapiro and Stiglitz (1984) 的效率工資
(efficiency wage) 模型，容許經紀人可能因摸魚 (shirking) 被解僱，而解僱的機











                                                
19 作者感謝匿名審查人對上述詮釋的提示。另外，于若蓉與李玉平(2002) 發現，在台灣的部份
仲介體系中，底薪對業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與此處的發現相近。













模的擴大而減弱，與 )14( ¢ 式的預期相符。
4 結論與檢討
本研究主要是運用大台北地區房屋仲介經紀人的調查資料，分析薪獎制度對工作






























比較靜態結果並不相符。但如果將理論設定略作更動，引入 Shapiro and Stiglitz 



















                                                
20 在 Drago and Garvey (1998) 的理論模型中，預期個人業績獎金對協助努力有負向影響，團體
獎金對協助努力有正向影響，但在實證結果中均不顯著。實證發現與理論預期，亦不完全一致。






男性 虛擬變數。若為男性則變數值為 1，女性為 0。
大學或大學以上 虛擬變數。若學歷為大學或大學以上，則變數值
為 1，其他為 0。
已婚狀態 虛擬變數。若為已婚則變數值為 1，其他為 0。
工作年資 受訪者在目前工作公司的工作年資 (單位：年)。
工作年資平方項 工作年資變數的平方項。
店長 虛擬變數。若為店長則變數值為 1，其他為 0。








表 2  變數的基本統計量
分類樣本
有團體獎金 無團體獎金 所有樣本
工作時數 9.9200 10.0445 10.0160
(2.5925) (2.8810) (2.8152)
搶工作頻率 0.6300 0.7864 0.7506
(0.5624) (0.5686) (0.5703)
男性 0.5500 0.6884 0.6568
(0.5000) (0.4638) (0.4753)
大學或大學以上 0.1400 0.1602 0.1556
(0.3487) (0.3674) (0.3629)
已婚狀態 0.5100 0.4985 0.5011
(0.5024) (0.5007) (0.5006)
工作年資 4.1800 4.2671 4.2371
(2.6719) (3.4838) (3.3129)
工作年資平方項 24.5400 30.3086 28.9886
(33.7443) (53.0419) (49.3214)
店長 0.0600 0.0949 0.0870
(0.2387) (0.2936) (0.2821)
底薪 1.0000 0.6973 0.7666
(0.0000) (0.4601) (0.4235)
業績獎金比率等於 50% 0.8400 0.7270 0.7529
(0.3685) (0.4462) (0.4318)
業績獎金比率高於 50% 0.0000 0.1306 0.1007
(0.0000) (0.3374) (0.3013)
團體獎金 ─ ─ 0.2288
─ ─ (0.4206)
工作團隊人數 15.8567 14.3681 14.7087
(6.1916) (8.5122) (8.0582)
樣本數 100 337 437


















業績獎金比率等於 50% 0.9116** 0.4582***
(0.4094) (0.1771)












註：*、**、*** 分別表示在 10%、5%、1% 顯著水準下顯著異於零，括號內為係數標準誤。


















業績獎金比率等於 50% 1.2021*** 0.6151***
(0.4192) (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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